
天津法租界大法国路街景，在法租界谋生的下层华人大多为杂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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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枪》背后的天津谍战风云

“少爷小姐”用镶珠宝的枪杀汉奸

天津作家龙一， 在他的笔

下， 天津变成了“远东谍报中

心”。

近期热播的谍战剧《借枪》是根据作家龙一的同名小说改编的，这是龙一小说的第二部电视版（第一

部是《潜伏》）。此前的谍战片和谍战小说，上海、尤其是上海的租界是毫无争议的核心间谍案发区。 龙一

的作品则将天津纳入新视野。龙一提出了一个观点：天津是一战之后的远东谍报中心。 真实情况是否的

确如此？ 记者翻阅史料，力图勾勒一战到二战间在天津上演的谍战风云。

“在抗日战争中，天津是中国几大

情报中心， 其战略地位仅次于上海，和

香港同等重要”， 八一电影制片厂文学

部编辑、《中国秘密战》的作者、从上世

纪 90 年代研究中共情报工作历史的郝

在今告诉记者，“因为天津有租界，而且

连接华北和东北。 ”

当时，美、德、奥租界虽已撤销，英、

法、日、俄、意、比六国租界还扼守着天

津南运河和白河的入海口，六国势力范

围之间的空隙往往成为鱼龙混杂的是

非之地，比如著名的南市“三不管”。

20世纪初，日本人在天津开设第一

家电台“昌义”电台，1927 年，北洋政府

办的天津无线广播电台开播，1942 年商

业电台在天津兴起，鼎盛时期跟上海有

一拼，侯宝林的相声及皮货、地毯的买

卖信息与各方各派政治力量的密语交

织在一起。

国际邮轮每三五天有一班抵达天

津新港。 电报照相技术的发明不仅使美

国《时代》周刊能及时传回对吴佩孚、张

作霖、冯玉祥、溥仪们图文并茂的报道，

也使各国间谍能便捷地把他们搜罗到

的各类地图、照片传回母国。 电波无法

传递的信息则由信使们传递，他们夹杂

在津浦铁路、京汉铁路上南来北往的人

群中。

自满清倒台，“北平是前台，天津是

后台” 便一直是平津政治生态的写照，

大批不甘寂寞的下台政客蛰伏天津。 北

洋政府 5 任总统 32 届内阁里， 有 3 位

总统、12位总理下台后在天津养老。

1917 年之后，逃亡到天津的白俄人

数以万计。 而德国租界虽在一战之后撤

销，德国人却仍然眷恋天津，因为那里

有最好的德语学校， 有正宗的德语社

区。

北洋势力和各国间谍

混杂天津

天津本土的黑社会“天津混混”在

20 世纪初遭袁世凯重创， 大大收敛。

1926年，奉系军阀褚玉璞的军警督察处

处长厉大森到天津“跑海（开辟地盘）”，

青帮成为津门一霸。 厉大森在警察系统

发展大批徒子徒孙，最底层的喽啰就是

原先的天津混混。

天津青帮花开两枝， 一枝是警察，

在华界活动；一枝是知识分子，在租界

活动。 知识分子青帮多为编辑、记者、教

师、医生，“这些人对社会很重要，又比

较容易受伤害，加入青帮，老板不敢随

意解雇你。 你被主编解雇了，跟‘老头

子’告状，‘老头子’说：你回家歇两天。

结果第二天全天津的报纸都没人卖了，

一个报贩也不来。 ”龙一告诉记者。会众

的身份鱼龙混杂， 天津青帮下可入地、

上可通天。 袁世凯的次子袁克文、《大公

报》采访部主任张逊之、北洋财政总长

张英华……都是青帮老大。

1920 年代的天津，宛如一大片斑驳

陆离的树林，什么人都能在其中找到他

的保护色。

下可入地、上可通天的

天津青帮

龙一写小说常用的一本工具书叫《20 世纪天

津概况》，这本书原名《天津志》，1909 年出版，是

甲午战争前后日本派到中国的第一批间谍的作

品。 此书 20万字，水文地理、地方人物无所不包。

1931 年由土肥原贤二任机关长的特务机关

在天津正式挂牌前，以“公馆”为名目的特务机构

遍布日租界。 这些公馆的主人像八爪章鱼一样把

他们的触须伸向天津的“寓公”、青帮和僧侣。

1931年 11月 8 日傍晚， 海光寺日本兵营的

警钟响过，两千佩枪便衣从海光寺冲出，戴白色

臂章的是朝鲜人，戴黑色臂章的是日本人，戴红

黄蓝臂章的是日本人用每天 4 毛的价格雇来的

天津青皮混混。 这些乌合之众，一边打枪，一边在

东马路、南马路、南市、北马路一带抢劫。 他们在

天津最富庶的街道上抢劫三天，等于是砸烂天津

最热闹的市场，吸引了警署的全部精力。

抢劫进行到第三天，溥仪偷偷走出静园寓所

的房门，被司机藏到莲花跑车的后备箱里。 以前

溥仪出行走公寓前门，这天要走车库门，而车库

久不使用，小广告都把门糊死了，要想出门得先

撕小广告。 终于打开车库门，司机又没有驾驶新

莲花跑车的经验，出门就撞上了电线杆，溥仪的

后脑勺当即淌血。 狼狈不堪地开出静园大门，莲

花跑车奔向日租界一家料理店。 溥仪在料理店换

上日本军服，之后改乘日军司令部的军车，从日

租界进英租界，登上日商轮船“淡路丸”号出天津

港。 这便是天津历史上有名的“便衣队”事件，是

日本间谍在天津干的最大一票。

溥仪借日本“便衣队”抢劫混乱出逃

“少爷小姐”组成抗日杀奸团

卢沟桥的炮火响过，正在庐山陪侍蒋介石的

戴笠接连给军统天津站站长、北平站站长、保定

站站长发急电：“此间认为日方无和平解决之诚

意，自应与之抗战……弟意应组织便衣队，到处

扰乱，借以发挥特工之威力……”

文史爱好者、作家萨苏在《尊严不是无代价

的———从日本史料解密中国抗战》一书中，有专

门一章记述“抗日杀奸团”中的书生枪手冯运修。

1937年， 天津中日中学 16 岁的学生冯运修加入

“抗日杀奸团”。“抗日杀奸团” 成员多为贝满女

中、育英中学、大同中学一类天津著名中学的高

中生。 这些花季的学生杀手几乎个个有显赫的身

世：伪满总理郑孝胥的孙子郑统万、郑昆万，袁世

凯的侄孙袁汉勋、袁汉俊，同仁堂的大小姐乐倩

文等，他们使用的暗杀武器通常也是“掌心雷”一

类当时世界上最轻便、最精良的武器，甚至在枪

柄上镶嵌珠宝。 冯运修是其中一员，其舅父是华

北伪治安总署督办，冯运修经常出入军营以学枪

打猎为名，练成神枪手。

戴笠很快看中这支“少爷小姐”组成的暗杀

团，先令军统天津站站长王天木跟“抗日杀奸团”

的成员结成拜把兄弟，又令天津站书记曾澈潜入

南开，成为“抗团”的一员。1940年 7月 7日，北平

的日伪组织计划在中山公园举办一个庆祝会，军

统布置“抗团”借此机会锄奸，首选目标是《新民

报》总编辑、号称“京城第一支笔”的吴菊痴。 冯运

修被选为一号枪手。 中山公园会场戒备森严，冯

运修一路尾随吴菊痴的黄包车，趁着一户人家送

葬的队伍吸引了吴的注意力， 冯运修冲到他身

旁，对其头部连开两枪，吴菊痴当即毙命。

就在“抗团”成员摩拳擦掌准备大干几场的

时候， 已调至军统上海站的王天木投靠了汪伪。

1939年 9月 27日， 已任军统天津站站长的曾澈

在天津大经路被捕。 第二年他牺牲后，“八月大搜

捕”在平津两地张开大网，“抗团”遭到巨大打击，

余部转战上海。 据《国民党特务活动史》 记载：

1946年，“抗团”解散，少数人加入军统，多数团员

拒绝军统许诺的军衔，各自浪迹天涯。

堪比“余则成”的中共特工李时雨

1937 年，卢沟桥事变前 3 天，中共地下党员

李时雨出任天津高等法院书记长。 在成为法官

前，李时雨曾是东北“大学生义勇军”的副总指

挥。“大学生义勇军”被日军破坏，李时雨回到关

内，继续大学学业，其间曾装扮成家属护送李大

钊的灵柩入葬万国公墓。 大学毕业后，李时雨潜

入东北军，成为西安“剿总”第四处的中尉办事

员———卢沟桥事变之前， 除了对付宿敌中统、军

统，中共情报工作的战略重点是在西北军中做抗

日宣传，跟两军高层建立关系。 一批中共情报精

英都曾担此重任，李时雨是其中一员。

成为法院书记长之后，在军中摸爬滚打多年

的李时雨像“余则成”一样谨小慎微，八面玲珑。

1939年，李时雨受命营救羁押在天津监狱中

的共产党员冯骥。 他趁办案书记员外出，把冯案

的卷宗偷出并烧掉。 书记员发现卷宗失踪，向作

为书记长的李时雨汇报时， 李时雨先是严厉责

备，后又以袒护部下的姿态，告诉书记员：可以说

从来没见过冯案卷宗， 只在登记簿上看过案由，

卷宗可能是法院被炸时毁掉了———日军攻占天

津时，确曾炸过法院。 接着，李时雨借视察监所的

时机，暗中向冯骥传话：法院已没有你的案卷，只

在登记簿上写着“共党嫌疑”的案由，你在审讯时

翻案，就说是与人打架，被仇人诬陷入狱的，根本

不是什么共产党。

做足铺垫之后， 李时雨跟冯案的陪审推事、

他的大学同学打招呼： 冯骥是我朋友的亲戚，被

冤枉入狱……之后，李时雨请冯案的全体经办者

在天津的名馆子“登瀛楼”大餐，在觥筹交错中把

事情搞定。

冯骥出狱后不久，一个“造访”

汪伪特务机关的机会掉到李时雨头

上。 其时，汪精卫要在上海召开“国

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需从全

国搜罗会议代表。 被派到天津的朱

晶华跟李时雨是东北老乡， 两人私

交很好，朱晶华告诉李时雨，他其实

是重庆国防部派到“汪伪”政权的卧

底。 朱晶华拉李时雨跟他一起干，这

是获取汪伪情报的绝佳机会， 李时

雨顺势应允。

从南京开会回来， 李时雨被任

命为天津市伪党部执委会委员，几

个月后又作为积极分子， 向汪精卫

汇报在华北开展“和平运动” 的心

得。 李时雨向汪精卫抛出大量简短

精准的问题：“我们搞和平运动的目

的是什么”、“我们承不承认满洲

国”、“日本人利用我们，将来我们能

否像溥仪那样成为傀儡”、“我们过

去参加过抗日运动， 日本对我们是

否会算账” ……并从这些问题的答

案中提取出宝贵的战略情报。 汪精

卫也对这个头脑清楚的年轻人留下

极佳印象。

伪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之后，

汪精卫下令， 把李时雨从天津抽调

到南京，担任“立法委员”。 不到三个

月，李时雨就以能力强、勤勉踏实、

任劳任怨、 忠厚可靠、 懂得眉眼高

低、知好歹、知进退博得上上下下的

信赖，成为汪伪内部屡受褒奖的“先

进人物”，当时上海的电影公司甚至

以他为原型拍了一部电影。 从 1941

年开始，李时雨连连升迁，官越做越

大， 李时雨派妻子孙静云回中共北

方局请示， 还能不能在汪伪政权继

续升官。 1942年的一天，孙静云从南

京到天津，从天津到保定，从保定到

满城县，从满城到平山县蛟潭庄，过

了三四道封锁线，骑了七天毛驴，终

于见到了一直电报联系、 从未谋面

的中共上级领导许建国。 据许建国

夫人、社会部秘书方林后来回忆，许

建国主持工作之后， 向平津等重点

战略城市派遣了数百名情报人员，

而这些情报人员在进步青年、 爱国

人士、 伪军警宪特机关发展的线人

数以千计。

抗战后期， 天津在谍报战场的

战略地位渐渐降低， 因为中日双方

的角逐已经深入到中国腹地， 天津

也许是大历史事件的起点和中途停

靠点，却不再是华彩上演的地方。

（据《南方周末》）


